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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説〉

当代中国诚信法治之制度供给

陈　 上海＊・何　　春＊＊

摘要 ：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承受着诚信失范所带来的种种伤害和

尴尬。诚信是法治的价值所在和内在要求，法治是诚信的规范基准和有力保

障。良好的制度可以为诚信法治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传统诚信制度业已

退场、现代诚信制度尚未完善，此为中国弱诚信场域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

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回应诚信法治的制度诉求，要紧紧围绕政务、商务、社会

和司法等领域来完善诚信的法律体系，通过良法善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 ：中国；诚信；法治；制度；革新

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法律による誠信構築制度の供給

要旨：現代化転換期にある中国社会は誠実や信用の失うことで、傷害され、

気まずくなる場合がある。誠信は法律管理の価値や内在要求である。法律

管理は誠信の規範基準や有力な保証である。良い制度は誠信法律管理の形

成に堅実な基礎を定める。伝統的な誠信制度はもう退場した。現代の誠信

制度はまだ完善していない。それは中国における誠信が強くない重要な原

因となっている。中国における供給側改革は必ず誠信法律管理制度の訴求

に応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政務、商務、社会及び司法などの領域をめぐり、

誠信に関する法律システムを完善し、法律の完善、管理の改善を通じ、新

しい階段まで中国現代化建設を推進すべき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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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古以来便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诚信更是引以为自豪

的传统美德。然而今天，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承受着由于诚信失

范所带来的种种伤害和尴尬。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开展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

司法公信建设。当然，如果仅仅局限于道德思维去规范诚信的考究已显得不

合时宜，在法治国家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诚信已成为法治建设所必须

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诚信本身的诉求。作为法治

国家的引擎与动力，诚信法治旨在以契约精神为价值导引，通过法治保障诚

信、构建诚信的法律体系，塑造诚信的良好秩序。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如何

从法治视角寻求治理诚信失范的路径，为诚信法治的制度供给提供一种理路，

是本文探讨的着力点。

一、诚信缺失的法治困境

　　诚信是政治、经济、社会和谐运行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社会交往、为

人处世以及政治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之一。当前，在中国开展供给侧改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诚信缺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瓶颈”，而且侵蚀着法治建设的内在价值。

（一）诚信缺失的现实表征

　　在政务诚信领域，我们不能忽视部分政府部门存在着政策朝令夕改、弄

虚作假、欺上瞒下、选择性地忽视或滥用法律等不诚信现象。同时，政府官

员学历造假、年龄造假、政绩造假事件也时有发生。《民主与法制时报》报

道了在武汉务工的傅小姐到公安机关办理居住证，花费了6个月共办理了10

次才领取到证件，凸显了政府官员缺乏诚信意识、罔顾办事流程、无端刁

难民众的问题。1山东省聊城市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件中，警察在处警过程中，

对案发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现场冲突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最终没能防

止刑事案件致人伤亡后果的发生。2民众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人格尊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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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侮辱时报警求助，警察赶到后却无济于事，显然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公务

人员不能严格执法，政府失信，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容易丧失民众对政府的

信任。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政府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的是好

事还是坏事，都可能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民众宁可听信“谣传”、“小

道消息”等民间流言，却不会相信政府对有关事件的辟谣、澄清、声明，从

而落入“塔西陀陷阱”的恶性循环中。

　　在商务诚信领域，企业等市场主体不守信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体现在：

一是不履行劳动合同，拖欠员工工资，侵犯员工权益；二是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产品、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商品价格欺诈等侵犯消费者权益。三是企业之

间不讲商业信誉，有恶意违约、商标侵权等行为。四是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

失真，骗取政府的优惠政策、污染环境、偷逃税款等。2013年1月，浙江省

工商局公布了该省鱼翅市场抽查送检鉴定结果，82个样本中有79个为“人

造假鱼翅”。3这些行为严重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诚信领域，网络谣言、“枪手”替考、“职业医闹”、虚假诉讼、伪

造和盗用证件等社会陋习的出现，极大扰乱了社会诚信秩序。于欢刺死辱母

者案件中，高利贷者并不寻求司法机构以诉讼方式追索欠款，而是有恃无恐

地暴力逼债，多人结伙闯入欠债者公司办公场所扰乱经营秩序，非法限制欠

债者人身自由，当众侮辱、殴打欠债者，被暴力逼债者不得不自力救济以反

击暴力逼债行为，种种反文明行为让人感叹“世风日下”，也有人惊呼“社

会溃败”。

　　在司法公信领域，存在少数案件办案程序不合法、处理不公正、纠错机

制不健全，以及办案人数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司法正义前进之路步履维艰。

林语堂曾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事实：“一个中国人被捕了，或许是错捕，

他的亲戚本能的反应不是去寻求法律的保护，在法庭上见个高低，而是去找

长官的熟人，去求他的‘恩典’。由于中国人非常重视个人关系，重视‘情面’，

这个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足够‘大’，他的说情往往能够成功。这样，

事情总是很容易，比耽搁时日的官司花钱要少得多。” 4即使在今天，“人情

交涉”仍然像血脉一样渗透到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在社会实践中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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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息地对司法公信力构成不当影响，使法治进程举步维艰。一直以来，有

些案件的司法处理结论，不被社会民众所认同，如河北贾敬龙案、内蒙古王

力军非法经营玉米案、天津气枪大妈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山东聊城刺死

辱母者的于欢案更是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民意裹挟司法判决，都在为于欢

喊冤。于欢作为一个22岁的男性年轻人，面对暴力逼债者对其母亲的极端

欺侮时，愤起反击是人的本能、人性使然，一审法院即山东聊城中院判决于

欢无期徒刑显得过于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民众基于情理与伦理所能接

受的度，而且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确实存在错误，民众对此

类案件的谴责和错愕也是合理的、正常的。

　　中国有句古训：人无信而不立，国无信则不强。在功利目的的驱动下，

诚信的缺失如同瘟疫蔓延，带来的危害甚大，人们的信任和安全感降低，增

加了交易成本，撕裂了社会，也抹黑了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中国经济学

家厉以宁在痛斥失信行为时曾疾呼：一个国家诚信体系的崩溃不仅会给国民

经济和国民消费带来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形成深远的影响；它必将造

成人情的淡漠，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 5生活在一个没有欺诈、没有假

冒伪劣、真诚相待、信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是人们所迫切期待的。

（二）诚信与法治的学理逻辑

　　众所周知，诚信从古代的“身份伦理”发展为近代的“契约伦理”之后，

就与法律制度更加紧密相连，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道德原则。在民法中，诚

信原则被学者称为“帝王条款”，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然，诚信原则的法律化不仅体现在民商法等私法领域，

还扩展到行政法、诉讼法等公法的场域，从实体法延伸到程序法。有学者甚

至提出，诚信不仅是普通法律原则，也应成法治社会的制度逻辑，并且理性

构建为一个宪法原则。6也有学者提出“诚信法治”是一种新型的法治模式，

是解决失信问题的现实选择。7当然，制度第一性要求实现诚信法治必须要

有明确的制度保证。



85

当代中国诚信法治之制度供给

1. 诚信是法治的灵魂和内在价值

　　世间万物都有其本然的目的，一切关系都内蕴着合理的秩序，诚信就是

人们社会交往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关系中内蕴的应有条理和顺序的“本性之规

律”的客观要求，中国称之为“天道法则”，西方称之为“自然法”。诚信要

求人们做到诚实守信，言行举止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实无欺、信守诺言。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诚信显然属于道德范畴或伦理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道德准则，更是做人做事的根本道德底线，似乎与法治、法律没有直接的关

联性。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与法治的要求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也无法想象，一个法治的国家或一个法治的社

会充斥着不诚实、不守信用的乱象。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一个法治的国家或

社会的良好秩序必然包括诚实守信和对法律的忠诚8。同时，任何法律都不

是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的，它总是与宗教、道德、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法律、法治与道德密不可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义务的道

德，通过义务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表现出来，如公民必须依法纳税、政府必

须依法行政，或厂商不许生产伪劣假冒产品等。一个法治国家的公民不仅要

模范地遵守诚实信用等最低限度的道德，更要遵守崇高的道德即愿望的道德，

9从而引领良好的社会风尚。因此，诚信不仅仅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与约束，

更是法律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它在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社会个体的人格

健全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10就价值取向而言，诚信是法治的精

神追求，是国家践行法治的旨向之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诚信是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弘扬社会优良风气的重要一环，能够有效增加社会主体之

间的信任，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减少摩擦和冲突，使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更加紧密，社会更加和谐，从而减轻国家法的负荷，避免法治资源的浪

费，形成良性的公民自治空间。在法治运行中，诚信不仅在婚姻家庭、物权、

合同、侵权等领域确立了行为准则，而且还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

领域起到填补法律漏洞和衡平法律的功能，无形的诚信资本会提高法治效率，

并转化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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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治是诚信的有力保障

　　诚信缺失会造成秩序的混乱，而法治不仅能承担建构诚信的义务，更应

使诚信成为各类主体的基本行为准则。法治的前提是要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这些制定法应该符合伦理道德等自然法的要求。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

诚信，遵守法律就是一种诚信行为，恪守诚信者必能守法，守法者必能恪守

诚信。也因此可以说法律是诚信的基本底线，是对各类主体恪守诚信的最低

要求，规定着违反诚信的临界点。现行法律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对社会共同认

可和共同遵守的诚信的适度表达。立法者甄别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用立法的

方式、法律的语言把诚信的内容进行合理表述并予以固化，以法条的形式赋

予其权威，上升为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律规范，使人人遵守法律，遵守诚信，

从而避免法治运行过程中对失信行为的放纵。

　　有效的执法和司法机制也是诚信的有力保障。严格执法能够保障诚信内

容的有效实施，这就要切实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丰富执法的方式，从而切实

维护法律权威与信誉。公平高效的司法机制则能给予诚信受损者以及时有效

的救济，挽回损失的同时也能弥补诚信受损的创伤。这样，上升为法律规范

的诚信内容，可以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强制性措施来保障其实施。对于违反诚

信法律的行为，将会通过限制人身自由、责令停产停业、罚款、记入诚信档

案等方式予以制裁，失信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切实保障诚信规范

的有序实施。讲诚信必须以遵守法律为依托，悖离诚信就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这样才会具有强制力，才能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综上，诚信法治包含诚信的法治与法治的诚信两个维度，诚信为内在品

质，法治为规范保障，诚信以道德规范、价值追求之义内含于法治之中，11

诚信与法治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二者有机统一。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诚信秩

序就有什么样的法治环境，稳定、和谐、有序的法治环境必然会有良性发展、

良性竞争的诚信秩序。现实生活中虚假广告、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欺诈

行为的出现，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不诚信问题，

不如说是在违反法律更为确切。因此，在诚信建设中应当充分发挥法治对诚

信的导向作用，首要的便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诚信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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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给侧改革与诚信法治之制度诉求

　　诚信法治首先是一种制度诚信，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是形成良好的诚信

法治秩序的基础。一方面，加强诚信立法可以对主体行为进行细致有效的诚

信规范提供充足的依据，防止惩治失信行为时无法可依、无据可查的情况；

另一方面，强化诚信法治的执法机制和司法机制，使恪守诚信者能够获得法

律和社会的认可，使背信弃义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的唾弃，通过提

高违约成本来使人们恪守诺言，形成互相信任的和谐局面。

（一）传统诚信制度的退场

　　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依托“礼法”维持诚信的秩序。按照黄仁宇先生的

说法，即“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这些原则为天下所普遍承认，我

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12。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一个人有失信行为后，可能会失去在社会生活中与其他

人交往的机会，不但会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甚至还可能丧失赖以谋生的

手段。在未来可能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坚持诚信便成为自然的选择。“礼法”

实际上就是在熟人社会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行为约束的 “制度”。当然，在律

令法中也有众多诚信制度。比如《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六《杂律》中的“物

勒工名”制度，“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13，疏议的

说法则是引自先秦的儒家典籍《礼记·月令》。该制度是针对惩治出卖伪劣

及不合格产品之行为而设，要求加工之器物须刻写工匠姓名，以考察其诚信，

工件有不合格的，必须给予处罚。凡是制造器物及绢布之类，有不牢固不真

实、短狭等而出卖的，都处杖打六十，所制卖的不牢不真之货物没收归官府，

尺寸短狭的物品退还给物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礼法制度对“诚信”的

重视。

　　但是，以礼法传统为依托的诚信制度未能在中国得以延续下来，而是在

历次的历史事件中被不断地解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840年以来的历史

就是各种传统制度退场的历史，法制近代化过程中移植的西方法律制度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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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了传统的礼法制度。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儒家伦理作为一种政治

伦理就此失去了依托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传统诚信规则丧失了政

治支柱；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精英层面的儒家伦理。新文化运动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而“《新青年》所代表的五四时期的民主诉求，

是外铄的、激进的、批判的、观念突进的。与此相联系，其民主诉求还是精

英式的，大体限于新知识界圈子之内，尚未真正深入到大众实际生活层面，

转化为国民生活方式”14。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解体了传统的自

然经济，也就摧毁了传统诚信场域的经济基础；反击右倾、大跃进和文化大

革命等系统地摧毁了儒教伦理特别是大众层面的儒家伦理。可以说，传统诚

信场域中的各种规则、制度在市场经济建设之前已经被摧毁。

（二）现代诚信制度的空疏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传统诚信制度的退场对现代诚信制度的建立应该

说是良好的机遇。因为传统诚信规则的趋于瓦解，痕迹的磨灭，使人们完全

不受其约束，在现代诚信制度建立时，传统制度的影响接近于空白，可以很

好很快地建立起新的诚信规则，形成新的诚信场域，更有利于人们对现代诚

信制度的及时接受和执行。所以，传统诚信制度的退场虽然有可能引发短时

间的诚信规则的缺失从而导致失信行为的集中爆发。但是，也为现代诚信制

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及时

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诚信制度，失信行为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规范

和约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秩序混乱。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但是，专门针对诚信领

域的立法还较少，尤其是比起西方的诚信立法来说更是十分薄弱的。15在大

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认为诚信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不属法律调整范畴，

不应该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加以约束，主要还是提倡加强道德品行教育来应对

诚信失范，对诚信立法关注不够。即使是已经出台的诚信规章或政府红头文

件，往往规定得不够十分全面，实际运作也是困难重重，当然最大的问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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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强制措施方面力度太弱。另外，在1949年至1978年这个时间段，中国

的法律体系被破坏殆尽。改革开放后虽然立法需求呈井喷态势，但是由于对

法治的认识浅薄，对立法的重视也不够，同时对改革开放的规律尚未完全摸

准，社会意见不统一，从而导致在诚信领域的立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

真空状态，没有及时有效地规范各种失信行为，给社会秩序造成冲击。

　　造成中国弱诚信场域的原因有很多，立法不完备只是其中一个，执法不严、

司法应对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归根到底，诚信道德舆论场的压力与个人的诚

信意识和信念，无不与社会诚信体系对失信或守信者的惩奖机制有关。由于

必要的诚信制度缺位，一旦失信者未受到法律的惩处和社会的排挤，守信者

未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与褒奖，诚信的正义信念就会受到挑战。诚信正义性

的弱化与诚信无用论的盛行，会在不同程度上消解诚信文化的引导力，表现

为诚信教育规劝的“空洞无力”、规范压力“纠错”功能失灵，失信者难于

产生道德焦虑的自我反省，守信者难于产生道德荣誉的自我欣慰。一言以蔽

之，诚信文化不能离开诚信的制度体系对失信者严厉惩处的社会支持—因

为惩恶是扬善的基础。

（三）中国供给侧改革对诚信法治的回应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过程，针对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形势，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作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

决策。2016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

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上重要位置，坚定改革信心，突出问题导向，加强

分类指导，注重精准施策，提高改革效应，放大制度优势。”16该讲话深刻

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

指导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本质相通，核心都是体制机制

创新，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改革效应，放大制度优势，引导经

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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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侧改革的外部环境和制度创新方面，必须以“壮士断腕”的改革方式

及时治理诚信问题，以诚信法治的制度供给为龙头，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性

健康的社会环境。

　　诚信的失范、缺失与式微是任何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都要面临的挑战，

因此诚信问题是转型国家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必须要完成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治

理任务。按照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韦伯的说法，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政治

主导力量，必须要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

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17转型期中国的诚信话语，不但和古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诚信话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更表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下中国人民

对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有序、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渴望，它寄托着一

个曾走过五千年文明历史、走出近代救亡图存大潮、已解决14亿人的温饱问题，

并开始追求成为一个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国家和文明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而作为置身于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当代中国供给侧改革，有责任，

也有义务对当代中国的诚信话语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需求做出自己的回应。

　　诚信法治不但是一种条文式、程序化的理论成果或社会规则，也是一种

有效的社会实践，通过权利和义务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当人

们对一种情况或一种行为有诉求时，法律必须予以回应，从而体现权威性、

约束性。目前阶段的中国诚信状况，以及法律对诚信活动的规范和约束状况，

都不能满足人们对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以及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国风

范的需求。当前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应当针对当前中国诚信实际作出回应，加

快现代诚信法治的建设，用诚信法治解决一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丰

富国家治理的手段和方法，用诚信制度来弥补法律的短板，最大限度地消除

社会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三、诚信法治之制度供给进路

　　博弈论学者罗布•博厄德（Rob Boyd）认为：“大型群体间成功协作的

策略要求个体对哪怕是偶然出现的欺骗行为都要严惩不贷，否则那些不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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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即一味欺骗而从不施恩惠予他人的人，将迅速横行于世，善良的公民从

此就要受他们的欺凌了；而如果一种机制既能惩罚欺骗者又能惩罚放任欺

骗的人，那么互惠协作就一定能得到发展。尤其是，随着诚信的下降，人们

将越来越不愿意承担风险，而会实施更多的自我保护行为以应付别人可能的

背叛,但是相互之间的提防往往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因而，要改变信任

他人可能出现的风险，就必须有一种社会机制对违反诚信原则的的人进行制

裁。”。18诚信规则特别是失信责任的规定是诚信场域的重要构件，是作用于

行为人的力量束。诚信规则的重建也是学界对于解决诚信危机的共同药方，

这是建立诚信法治大厦的前提，因而探索诚信法治之制度供给进路也是时代

的必然选择。

(一 )政务诚信制度的完善

　　治国理政，无信不立，诚信是法治政府的根基，法治是保障诚信政府建

设的约束条件。一个不守诚信、没有契约精神的政府将直接成为公众道德水

准普遍降低的加速器，也将成为整个诚信秩序滑坡的根本因素。因此，政务

诚信在诚信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导向性作用，是商务诚信、社会诚信的表率。

政务诚信本质上是政府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资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

府人员的基本综合素质即诚信度、在社会管理中的自身信用水平即合规度、

在经济活动中承诺践约的能力与结果即践约度。

　　近年来中国政府把政务诚信建设放到较高的位置，通过制定规划、印发

意见、出台措施等方法来规范政府部门的诚信制度建设。比如2014年出台

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就明确把“政务诚信”作为

社会信用建设四大领域之首，要求政府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履行政府

诚信，言必行、行必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的可以公开的信息都应该公开。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

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

府”的法治思想，针对政府存在的诚信失范问题，建立起政府行政决策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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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2016年12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

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作出部署，要求进一步提

升政府公信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在坚持守信践诺

原则中明确指出，各级政府在债务融资、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市场交易领

域应诚实守信，严格履行各项约定义务，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这些文件大多

属于政府机关内部监督的一种方式，从宏观角度把保障和改善诚信作为履行

政府职责、实现政府绩效的评价标准，也成为衡量评价政府能力的一项指标。

但很显然法律效力还不够，特别是对于政务不诚信行为的外部监督和责任方

面无法真正落实，有必要将其内容上升到国家专门立法角度，以法律的强制

性和权威性保证政务诚信的实际效果。

　　诚信法治，首先要求政府机关严格依法行政。现实法律世界中的各项执

法工作，大多涉及到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能严格执

法就是失职、渎职或不作为。如果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放任自流的话，无

从维护良好的诚信秩序。一旦政府机关有行政不作为或滥用职权等行为，应

鼓励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法律手段积极进行救济，同时应

当由失信的政府部门承担相应的律师费用，从而维持真正把权力关到笼子里

的法治秩序。另外，作为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中国还应及早颁布《行政程

序法》，进一步将政府机关的行为纳入到法律程序予以规范。

　　中国《公务员法》关于政务诚信的规定都还比较抽象，有必要加以细化，

特别是应该建立公职人员的诚信档案制度，包括信用评定、信用监管、失信

惩戒等一整套完善的信用机制，把它作为考察提拔官员的重要依据。一旦有

不诚信行为必须启动纠错问责机制，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

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一个具有法治思维的政府及公务人

员，要模范地遵守诚实信用等最低限度的道德，同时必须要意识到遵守法律

就是一种诚信行为，自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杜绝以领导指示或土政策取

代法律、不拿法律当回事的现象。2016年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对于在职

公职人员一旦被相关部门确定为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情况较严重的将取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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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资格，笔者认为惩戒力度还应加大。

　　政务诚信，作为影响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支点，是整个诚信

秩序的阀门。只有一个诚信的政府才能够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凝聚强大的号

召力，树立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从而形成宝贵的政府公信力，形成政府

和公众的良性互动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稳固基础。

(二 ) 商务诚信制度的完善

　　诚信是立业之基，是现代企业和市场经济必须奉行的不二法则。诚信有

助于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形成诚实不欺、公平交易的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

只有企业都讲诚信，中国整体的市场经营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净化。目前

中国正在不断完善与诚信相关的法律，如《刑法修正案八》加大了对食品安

全犯罪刑罚力度，并将“恶意欠薪”入刑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惩治失

信背信行为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修订后加大了经营者欺诈性行

为的惩罚性赔偿力度。2016年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不仅规定对失信者给予法律惩罚，而且实行特

定行业或项目限制、企业高管和事业单位法人等任职资格限制、准入资格限制、

荣誉和授信限制等等，利用信用体系和“黑名单”制度，违规者禁止再从业，

从而管住行业的“痛点”。笔者认为还应加大法律条款的执行力度，加强行

业诚信自律的制度约束，提高行业准入的诚信标准，特别是加强在重要领域

实行“一次性死亡”的诚信否决制，对于在食品、医药等行业中对危及人们

生命安全的制假、贩假行为，一次违规就终生罚出该领域，禁止再次从事相

关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另外，对于一些中介机构也要加强诚信规范，比如

对于会计事务所虚报上市公司业绩欺骗股民、资产评估公司故意高估或低估

资产等行为都实行“一次性死亡”的否决制。

（三）社会诚信制度的完善

　　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社会”已经取代了“熟人社会”，比人情信任更重

要的是契约信任。如果诚信法律法规不健全，加之在诚信方面的道德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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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不力、界定模糊、制度缺失等原因，势必严重妨碍良好的社会秩序。因

此，围绕社会诚信体系建构相关的规则，是市场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安

排。中国刑法修正案（九)将网络造谣、“枪手”替考、“职业医闹”、虚假

诉讼、伪造和盗用证件等民众深恶痛绝的失信行为纳入刑法进行严厉打击,

可谓是重典治乱,有利于打击歪风邪气,维护社会诚信。与此同时，中国国

务院2016年密集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如《关于建立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

指导意见》等，旨在建立和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打击失

信者、褒扬守信者，遏制虚假失信投机行为的蔓延，破解现实生活中“诚信

无用”的悖论。另外，中国政府于2015年1月5日正式开放了民间个人征信

市场，首批允许8家机构进行个人征信业务工作，个人征信体系向商业机构

开放，腾讯征信、芝麻信用等位列其中。芝麻信用作为蚂蚁金服旗下独立的

第三方征信机构，通过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客观呈现个人的信用状况，

已经在信用卡、消费金融、融资租赁、酒店、租房、出行、婚恋、分类信息、

学生服务、公共事业服务等上百个场景为用户、商户提供信用服务。个人征

信体系借助法律、信用记录、信用评价等对失信者可以实行直接与间接的双

重制裁：一方面，便于通过征信体系对失信主体进行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

的直接处罚；另一方面，利用征信信息的公开与传播可以对失信者进行间接

的社会制裁。直接处罚是对失信者的当下惩治，惩罚力度与法律威慑具有正

相关性；间接处罚是社会对失信者的长久惩治。两种制裁有机结合，构成对

失信者的联合惩戒。

　　笔者认为，应该制定《社会诚信法》，一是加强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

统一推进和管理，避免出现无头管理问题；二是继续建立和完善对个人的征

信体系、诚信资本的记录与查询体系；三是扩大失信惩戒对象范围。失信惩

戒的对象不应仅局限于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相关债务等情形，还应将诸如

税费欠缴、不履行公益承诺、骗取低保待遇等也包括在内，分类实施惩治，

做到只要是失信行为就有惩罚措施，实现全覆盖；四是进一步加强对失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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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惩罚力度，民间征信机构与法院、交通、民政、市场监管、公安等公权

力机构全面协同联动、共同打击，真正使失信被执行人处处受限，寸步难行。

还有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把个人的诚信记录身份证化，即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

个人诚信记录数据库，只要输入行为人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查询其诚信状况。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奖惩规范，比如在贷款、升学、就业、社保等领域

制定与行为人诚信度挂钩的政策。对失信者实行的各种资格限制及其消费限

制等社会排挤力，使失信者“逃不了、赖不掉”，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弱失信

者在社会中的生存力和发展力。这种“一处失信、处处难行”的社会生活现

实，会产生积极的社会辐射效应，有利于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

好诚信文化氛围。相反，如果诚信文化建设缺乏社会信用体系制恶的支撑，“失

信必罚”、“失信亏利”、“失信可耻”的教化就会成为缺乏说服力和信服力的

空洞说教，“知信而不守信”的知行背离现象就会沉渣泛起。

　　虽然社会诚信体系形成的利益奖罚机制能够为社会成员行为选择提供外

源驱动力，但需要清楚的是，社会诚信体系说到底是一种利导型奖罚制度设计，

即它是基于人们的自利本性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驱使或迫使人们在各种惩

罚的利益权衡中能够诚实守信。它把人们的当下诚信行为与法律风险以及未

来利益挂钩，进而构成对人性的自利性与市场经济利己性的约束条件。因此，

对失信投机行为的钳制是有条件的，即法律和社会对失信者惩罚力度及其社

会排挤力足以构成“成本与收益”博弈的利益制衡，否则，将难以阻遏失信

牟利的机会主义行径。

(四 )司法公信制度的完善

　　“无救济则无权利”，“一次司法不公的危害，其恶果要超过十次犯罪”，

这些经典的法学谚语，无不说明司法救济的重要地位。诚信法治，要求司法

给予公民权利以及时、有效的救济，从而维护权利、实现诚信。如果公民的

权利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再美妙的权利设置也将流于形式，司法公

信力也将无从谈起。在一定程度上，司法既是正义的最后防线，也是民众对

法治信赖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当今中国，司法公正性、透明性、效率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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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司法诚信制度应该积极完善的。笔者认为，首先应对司法相关人员设置

严格的从业资格限制。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政法委、监察委的法律岗

位从业人员特别是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部门负责人必须是法学专业出

身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能力。面对案多人少的困境，很多法官戏

称自己为“司法民工”，这种现状必须改变。一个称职的司法从业者，必定

是一个受过多年法学教育并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智者，他们应当坚守对法治

的信仰和敬畏，秉持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此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并适用

法律。其次，要去除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是指在法院系统

内部，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不分，法官、合议庭在裁判案件的时候会受

到行政管理者的强烈干扰的状态。比如法官对案件作出的判决，如果副庭长、

庭长、副院长、院长、审委会，乃至上级法院有不同意见，即使后者没有实

际参与庭审，承办法官也要无条件地执行相关指令，并据此作出裁判。所谓

的司法地方化，就是法院在外部不能保持独立属性，其人、财、物或意识形态，

要受到地方同级政府或党委的干预、控制，法官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作

出裁判的情况。比如地方政法委在大案要案中协调本地公检法机关联合办理

刑事案件等等。结果，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方面，不仅要受到系统内的行政控

制，也会受到系统外的各种“合法”干扰，所谓的“独立审判”如同一句空

话。虽然司法体制改革文件中建立起了“让审理者裁判”的改革目标，但实

践中并未得到完全落实。因此，要增强司法公信力，必须建构独立审判的制

度保障，让人们真正在司法案件中不仅感受到正义、良知，还有人性、情感！

再次，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法院生效判决难于执行的困境一直存在，且越

来越严重，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当然这也是当前失信泛滥的后果之一。

四、结语

　　在转型中国的特定语境之下，通过诚信法治的秩序建构实现社会转型，

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诚信在中国古代是内修、言行、持国的通则，是天

人和谐之道义，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诚信场域也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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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步伐，彰显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的法治内核。诚信法治的制度建构是

一项系统工程，迫在眉睫而又急之不得，要通过法治的具体制度设计来消解、

排除转型期众多影响社会发展、危及社会和谐的诚信难题。诚信法治与其说

是一个概念范畴，毋宁说是一种研究立场。它所强调的是法治的实践性，即

法治必须回应当代社会的诚信诉求，它所彰显的是法治在解决当代中国诚信

难题中的意义和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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